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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以地方节庆作为一个可观测的指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讨论妈祖文化旅游节表层景观变迁基础上，以

权力中继机构——巽寮妈祖理事会的成立原因、过程及运作为主线，展演仪式组织阶段资本与地方间互动与协

商，展现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机制。研究发现，资本与地方的博弈协商结果不局限于节庆重构本身，还催生

新的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对资本既依附又抗争，对地方社区既强势又民主，特殊的成立动机、半官方的机构

属性、复杂的内部关系使其成为节庆变迁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基于资本与地方权力关系而产生，并同资本和地

方一起推动节庆变迁的新型权力机构，补充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节庆变迁的微观层面权力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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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演进，全球和地方这

两股力量相互交织互动，对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空

间不断进行着重构[1]。从经济渗透开始，资本作为

代表全球化力量的行动者穿插在剩余价值积聚的

地方[2]，基于主观为利益客观为地方的考量，有意

识地对地方文化进行选择性商业化利用，以达到

减少资本积累过程中来自地方的阻碍，并构建资

本孵化升级的在地环境[3]。地方作为一个囊括地

方文化精英、地方政府、当地社区等多个内部权力

因素的权力混合体[4]，因本土特质的差异而呈现失

语、妥协或抗争等多元化应对策略。在快速资本

化背景下，地方固有的权力网络被打破，地方传统

文化也在外来资本及地方响应的双重力量下作用

下消解和变迁[5]。

全球化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与地方间存在不

平等的权力关系[6]。早期研究大多以自上而下的

二元化思维强调资本对地方的商业化影响[7~9]，而

相对忽视地方主动应对全球化的协商能力。伴随

着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兴起，越来越多学者将视

角转向地方，认为地方并不是全球化影响的被动

接受者，主张应跳出资本与地方二元对立的传统

思维，以辩证的视角更多关注地方与资本互动协

商的动态过程[10~12]。但这类研究大多选择远离城

市中心、封闭偏远、市场经济未充分发展、仍处于

农耕状态的“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此类

案例为研究资本与地方的互动协商提供了较为理

想化的抽象情景，在双方政治经济地位和权力关

系极其不对等的情况下，基于地方文化身份认同

的冲突和对抗往往成为地方抵抗资本入侵的唯一

武器[13]，其结果要么是独特的地方印记被全球化资

本彻底商业化（commodification）[8]，要么地方文化

断裂退缩成仅具符号意义的博物馆化（museumiza-

tion）[12]。

本文研究案例位于经济发达且地方民间信仰

繁盛的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在资本财团推动的

滨海旅游地资本化过程中，地方与资本之间的权

力关系比起“第四世界”地区相对平衡，地方与资

本的协商也更具策略性且富有弹性。在外来力量

的冲击下地方节庆也转变成全球化的主战场[14]，相

对于地方建筑等物质景观和习俗文化等非物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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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传统节庆仪式能够动态且及时地呈现各利益

方的权力关系和协商策略，用其作为观测指标有

助于揭示传统节庆变迁背后资本和地方互动协商

的微观权力机制。因此，本文的研究目标：① 将

地方节庆变迁置于资本与地方互动协商的理论和

现实情境中，厘清地方节庆变迁场域内各行动者

的行动逻辑及策略选择；② 以权力关系分析为切

入点，探索自上而下的资本地方化和自下而上的

地方行动策略在权力机构层面的响应；③ 新的权

力主体的形成及其在节庆变迁权力网络中的角色

和地位。

11 研究进展

11..11 节庆仪式的三重属性节庆仪式的三重属性

节庆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在社会学及民俗学等

学科中已有丰富成果。节庆在属性上主要划分为

3 种：第一种将节庆看作人类基本生存技术的隐

喻。在原始的传统社会，原始住民在无统一文字

及系统教育的条件下，基于地方特征的节庆可以

承担将地方为了生存所必需具备的实践知识传递

下去的功能[15]，节庆因而作为社会群体生存实践与

生存轨迹的隐喻点而存在。从表层景观来看，传

统节庆往往被赋予神圣化内涵，并被披上神秘的

仪式化外衣，但从其缘起来看，原始住民最基本的

生存技术实践是节庆内容最主要的来源。第二种

节庆是作为人类生存意义的载体而存在。格尔茨

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节庆与人类生存关系的基本

问题，也可以说节庆本身是同人类生存逻辑是相

关联的。在格尔茨看来，象征及象征的体系对于

人类生活具有非凡意义，这种意义的影响贯穿于

人类生存的始终。特定的节庆中的仪式将生存和

想象链接，借助于象征形式将他们融为同一世界，

进而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16]。节庆的第三种

属性是被当作权力技术及权力实践的场域。柯恩

在《双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权力关系与象征权

力关系的行为本就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17]。在

运用权力与象征二维度上，格尔茨将“剧场国家”

的理念引入到巴厘岛的案例分析中，宏大的国家

政治仪式只是国家实施群众公共意志的工具 [18]。

节庆作为一个透析权力关系的场域存在于节庆研

究当中，节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事项，而变成

了一个观测权力关系的工具，是各方权力力量实

践自身意志的平台。而作为节庆的研究者则成为

节庆权力展演的观众，记录和深入剖析各类角色

在节庆这个场域内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及舞台整体

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格局。

11..22 权力与节庆权力与节庆

权力与节庆的链接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虽未采用权力字眼也未承认权力的主题，但是关

于二者关系的关注时常出现在众多研究中[15]。

1）从类型上看，权力关系生产的节庆主要有

3种类型[19]：① 根植于地方，基于农业、历史和宗

教的传统节庆[20]，这种类型的节庆大多属于生产实

践性节庆，对应着在地化的权力关系。② 因追求

经济性与利益性而呈现去地方性特点的节庆[21]，在

产生根源上的脱离使该类节庆场域缺少来自地方

这一权力主体的参与；同时节庆对于经济利益追

求的明确定位使其在权力关系协调中具有更为一

致的利益契合点，所以去地方性的节庆场域内权

力关系更为简化。③ 在地方文化基础上进行人

为改造的新兴节庆，这种节庆在权力主体数量上

牵扯更广，为了兼顾地方文化性与现代经济性的

双重目的，各方利益冲突和协商更为复杂。地方

政府或外来资本往往成为此类新兴节庆生产过程

中的主导力量，而文化的掌控者——地方社区往

往处于弱势或者无声的状态。地方节庆生产及组

织场域内的各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性，使

得传统节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面临极大挑战。福

柯在探讨“层级监视”时曾提出规训和监视实质上

需要“权力中继站”，通过增加层次来形成一个完

整的网络及结构，从而使监视和规训得以实现[22]。

如何构建一种新的权力中继机构，实现各方利益关

系的协调和再平衡，是此类新兴节庆生产促进地方

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目前理论和

实践层面均鲜有对此类微观权力机制的关注。

2）从内容上看，“权力-仪式”议题下相关研

究的关注点逐渐从权力生产仪式的结果“是什

么”，转变为权力是“怎么样”生产仪式的过程。

Lukes认为仪式研究经历了从重视仪式的结果到

关注权力轨迹的转变[23]。当学者们在追溯仪式意

义和改变的结果的时候，也正是在寻找权力发生

的轨迹。民族学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较多工作，

如在官方旅游化语境下，民俗节庆的旅游研究跳

出了对于文化本身的批判，进而站在关系网络的

层面对于节庆空间的属性和内容进行深入的探

讨。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权力结构的单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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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而转向对权力流动及权力利用的考察，追踪权

力场域内关键角色的行动话语以及角色互动所呈

现的“戏剧”[24]。在文化地理研究方面，以地方认同

为切入点，展现文化场域内不同权力主体的话语

建构与关系格局，从而阐释文化场域内的地方认

同建构过程[25~27]。需要重点提及美国民俗学家Ste-

oltje提出的权力-仪式表演（Power and the Perfor-

mance Ritual）研 究 框 架 ，即 通 过 仪 式 的 形 式

（Form）、仪式生产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Pro-

duction）和阐释性话语（The Discourse of Interpreta-

tion）来研究权力实践[28]，为追踪节庆场域内的权力

流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综上，现有仪式-权力链

接的研究虽已转向权力推动文化变迁的过程探

究，但都存在于权力关系对于“他者”的影响层面，

相对忽略“他者”对于权力关系的互动协商。

本文基于Steoltje的权力-仪式表演研究模式，

借助福柯微观化权力的研究视角，将权力看作一

种关系。以资本财团介入下的地方节庆作为可观

测的指标，将节庆变迁场域内以外来财团为代表

的资本、以社会团体和民众为主的地方及其他行

动者定义为权力主体，探究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

权力机制。将权力机制理解为推动地方节庆变迁

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场域内行动者及其行动逻

辑、行动者之间支配抵抗及互动协商、权力中继机

构产生及权力网络运作等内容。通过关键权力主

体——巽寮妈祖理事会的成立及运作为主线，展

演地方节庆活动变迁的权力生产过程，进而揭示

资本和地方互动协商的微观权力机制。

2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2..11 研究案例研究案例

1）广东惠州巽寮湾。巽寮湾滨海旅游度假

区（简称“巽寮湾”），位于广东省惠州市东部沿海，

规划总面积约 24 km2。度假区内有新港、赤砂、榄

涌和渔业 4个村委会，现总人口 10 028人，其中渔

业村是以妈祖信仰为主的渔民，其余3村是以观音

信仰为主的农民。优越的地理区位和滨海资源，

为巽寮湾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2005

年9月，北京金融街控股股份公司（简称金融街）凭

借其强大实力成为巽寮湾的开发主体，全面启动

巽寮湾国际滨海旅游区的建设，推动旅游开发从

以政府主导向以资本为主导的模式转型，标志着

新一轮广东滨海旅游发展热潮的到来。

2）巽寮天后宫和凤池岛天后宫。巽寮天后

宫（当地俗称大妈）位于巽寮湾中部繁华滨海小镇

的核心地带。据悉，大妈始建于明朝，最早是由当

地舌下村的村民从福建湄洲的祖庙请过来的，距今

已有六百多年。在“文革”期间，大妈和其他地方的

庙宇寺院一样被推到铲平。2005年金融街集团对

巽寮进行整体开发，2008年斥资2亿元在原址重建

巽寮天后宫，并以此为中心将周边地带打造成为集

祈福祭拜、民俗体验、餐饮购物。旅游服务等功能

于一体的岭南民俗文化及酒吧特色街区，成为巽寮

核心旅游吸引物和旅游服务集散中心（图1）。

凤池岛天后宫（当地俗称小妈）位于中区较为

偏僻的凤池岛畔。据村民相传，岛上供奉的妈祖

神像最先是供奉在北边的范和港妈祖庙的，但在

一次台风引起的海潮过后，妈祖神像被海水带到

了巽寮湾，并停留在凤池岛沙滩上。由于当地渔

民对妈祖十分敬重，为了能够得到妈祖的庇佑，就

在海滩上建造了妈祖庙将其供奉。2013年渔业村

村民自发组织了对妈祖庙的功能性修复，外观仍

保持原初体量和建筑风格，仍作为渔业村村民日

常祭祀场所，几乎没有游客到访。

3）妈祖文化旅游节和妈祖诞辰。数百年来，

渔民都会按照祖制的传统仪式，在每年农历三月

二十三日庆祝妈祖的生日。解放前，作为疍民的

渔民虽然生活生产都在海上，但每年在妈祖诞辰

（以下简称“小妈节”）这天，渔民们都会冒着被农

村村民驱赶的危险上岸，在妈祖神像前供上简单

的祭品祈求平安与温饱。这是在社会地位极其低

下与生活极其窘迫时，渔民们对于妈祖诞辰的传

统庆祝方式。解放后，渔民们获得在岸上居住的

土地，上岸之后的渔民对于妈祖诞辰的庆祝不再

是简单的上供祈祷，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属于巽

寮渔业村的妈祖诞辰的仪式内容才逐渐形成。节

庆由社区精英自发组织，整体上由简单的接神灵、

唱大戏与送神灵 3部分组成，中间还会穿插“抢馒

头求子”和“求神香”等地方化的环节。作为地方

性节庆，小妈节至今在节庆组织及仪式内容上依

旧保留着原始妈祖诞辰的传统。

大妈原址重建后，2012年举办了第一届巽寮

妈祖文化旅游节（以下简称大妈节）。对比传统的

妈祖诞辰，大妈节在资本财团社会、经济及人力资

本的多重注入下，呈现组织主体更换、参与主体增

多、仪式内容表演化及仪式组织制度化的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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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巽寮管委会和金融街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

巽寮妈祖理事会，4个村均派代表参与，作为大妈

节的组织协调机构。在节庆仪式内容上，大妈节

在传统“三部曲”仪式的基础上，加入国家层面的

妈祖祭祀传统和现代礼仪元素，主要包括节庆开

幕式、妈祖祭典仪式以及妈祖金身巡安3个部分内

容，使节庆具有更强的表演性与观赏性。此外，大

妈节还通过打造华南最大妈祖神像、完成与台湾

妈祖宗庙——北港朝天宫的信仰对接等方式，实

现大妈节影响力在空间尺度的跃升（图2）。

图2 大小妈节庆仪式对比

Fig. 2 The ceremony comparison of“Da Ma”and“Xiao Ma”

22..22 研究设计研究设计

从来源传说到显灵故事，从仪式起源到祭拜

形式，大妈同小妈都根植于渔业村渔民代代相传

的妈祖信仰中，同当地一起成长积淀变迁，无论是

在场所、仪式还是在地性上都具有极高的相似

度。文化同源场域相似的两个地方节庆，只是在

外来资本的作用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为更清晰的剥离出大妈节在外来资本介入后

发生的变化，本文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研究设

计来展开研究。以小妈节作为未改造之前的大妈

节原型，通过对比获悉大妈节表层景观的变迁。

进而以大妈节场域内的主要权力主体——巽寮妈

祖理事会的产生原因、过程及运作为主线，展演大

妈节在仪式组织阶段各方的权力关系及影响，进

而探究大妈节表层景观变迁背后的权力机制。

22..3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非参与式观察（Non-participant Ob-

servation）、关键人物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

数据，田野调查过程从2014年7月到2016年5月，

先后 4次、历时 28 d，总共完成访谈 36人次。非参

与式观察指研究者以旁观者的角色加入到节庆举

办的过程中感受大小妈节庆的差异对比，通过对场

域内关键人物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取节庆现场的

“物、言、人、事”的相关信息（表1）。

33 权力中继机构的产生

旅游开发和外来资本介入必然伴随着利益格

局调整和地方原有权力网络重组，各方主体在这

个过程中采取不同的策略逐渐构建起新的权力关

系[29]。地方传统节庆作为各方权力关系调整的表

图1 巽寮天后宫和凤池岛天后宫区位

Fig. 1 The location of“Da Ma”and“Xia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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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指示器，从节庆组织到仪式变迁背后都有着

特定利益群体的权力印记。寻找关键权力组织并

厘清附着其上的相关权力主体及其行动逻辑，便

能透析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巽寮

妈祖理事会即是大妈节变迁背后的关键权力主

体，它作为节庆场域内的权力中继机构，是权力得

以协商和有效实践的矛盾缓冲带，其产生和运作

贯穿于地方节庆活动的始终，渗透着节庆场域内

资本与地方互动协商的微观权力机制。

33..11 源起源起：：资本与地方的对抗资本与地方的对抗

财团资本进入初期必然会面临或多或少来自

地方的阻力，地方政府是资本进入地方并改写地

方权力关系的最大帮手[30]。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原

本纷乱复杂的巽寮湾土地产权进行集中盘整，为

财团资本统一开发提供所必须的土地，扫清资本

进入地方的土地产权障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

扮演着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大力宣传财团资本可

能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不断构建其

正面形象，以减轻来自地方的“戒备”与“猜疑”，帮

助财团资本在软环境方面尽快融入并形成新的地

方权力格局。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虽然当地社

区对于财团资本到来大多持“赞成”态度，但对于

接下来财团资本触及社区利益的改造仍表达出强

烈抵抗。大妈祖庙的拆庙风波就是这种资本-地
方权力关系的体现。

未改造之前，大妈祖庙原本是在巽寮中区的

一座小庙，但因其悠久历史以及代代相传的显灵

故事在巽寮渔民的心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地处

金融街对于巽寮规划开发的核心区域，金融街集

团准备将其推平拆掉，这引起了当地信众的坚决

反对。地方政府作为财团资本的合作者和地方利

益的维护者也陷入两难局面。经过多方沟通协

调，最终金融街集团妥协并愿意斥巨资在原址重

建大妈祖庙，其中原因并没有统一答案。据多名

当地渔民介绍，这些都源于妈祖的灵性以及金融

街对神灵的敬畏。地方社区将其他开发商曾经意

图拆庙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传播出去，同时将“开工

吉利”等传统观念转化为与资本财团进行博弈的

武器，争取开发商的妥协。当然，地方之所以能赢

得抗争不止是社区自身努力，也来自财团资本对

于巽寮旅游长远发展统筹考虑。但无论如何，地

方社区在拆庙风波中的态度与声音已经展现出这

是一个有能力抵抗的社区，这让财团资本在接下

来对于节庆场域内的控制方式以及巽寮理事会机

构设置都提供了关键参考。

33..22 产生产生：：资本与地方的协商资本与地方的协商

在征得地方政府与当地社区的同意后，2008

年起金融街开始了巽寮中区妈祖庙的拆除与重建

工作，斥资2亿元在原址重建了气势恢宏的新妈祖

庙，并以此为核心旅游吸引物在周边兴建了占地

约 3万m2的天后宫岭南民俗文化商业街，作为巽

寮度假区的商业配套街区。资本财团对于妈祖庙

的物质场所改造得到了当地社区的高度认同。然

而妈祖庙的改扩建并不是结束，而是资本财团着

手打造大型节庆旅游吸引物的开始。资本财团对

于妈祖神庙的场所改造为接下来文化事项的介入

奠定了基础，使资本财团在以妈祖为核心的地方

文化场域内获取更多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为使这

种话语权的掌控更为具象化，代表多方利益联盟

的巽寮妈祖理事会在金融街财团和地方政府的积

极推动下成立了。

理事会在官方解释中是管理妈祖相关事宜的

专门机构，是妈祖节庆场域内重要的权力主体。

作为一个半官方的组织机构夹杂着错综复杂的权力

表表11 田野调查过程田野调查过程

Table 1 Field survey process

田野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调研

第二阶段：现场及入户访谈

第三阶段：现场及深度访谈

第四阶段：非参与式观察

时间

2014年7月20日至8月1日

2015年4月21~28日

2014年5月2~9日

2016年4月28日至5月2日

备注

走访熟悉案例地，并初步确定所关注的现象及研究视角

对节庆演变的全面调研，调研期间为妈祖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期，为获得

一手资料提供了便利；完成半结构访谈20人次，关键性文本资料8份

对节庆变迁背后权力关系的补充调研，调研期间为小妈祖诞辰的举办

期，为获得直接的对比材料提供便利；完成半结构访谈16人次

对新一届节庆进行跟踪调查，对研究结论进行验证和求证，并结合关键

信息提供者访谈资料进行补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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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就注定了它是一个拥有多重性质的存在。

1）理事会作为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到底是民

意的代表还是强权者的傀儡？从机构成员构成来

看，理事会常任理事共有 7人，其中金融街集团代

表2人、巽寮镇代表2人以及渔业村、赤砂村、揽冲

村代表各1人，其中理事会会长由渔业村前任书记

担任。作为巽寮妈祖文化事务的管理者，理事会

须在资本财团、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寻求妥协，扮

演资本与地方协商互动平台的角色。显然，资本

财团在理事会内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远非地方所

能及。正如妈祖理事会会长坦言，“金融街除负责

妈祖文化旅游节的主要开销，还会协助理事会处

理对外事务，如发动巽寮的外来企业集资捐款及

邀请重要嘉宾等”。可见，资本财团在经济和社会

资源层面都为节事活动举办提供了巨大支持，是

理事会最强大的后盾。面对资本财团的强势，在

理事会内部妈祖相关事项上地方话语权的弱化甚

至丧失实为必然。

2）以管理妈祖文化相关事宜作为功能定位，

其设立的根本目的是弘扬妈祖文化还是促进旅游

地营销？传承及弘扬妈祖文化是妈祖文化旅游节

的重要目的，然而在资本意志的实践过程中，妈祖

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更多的体现为地方性旅游营销

和刺激经济的目的，而不再是从前单纯的地方民

风民俗。这种功能定位的偏移在仪式安排上体现

明显。具有地方性特征的节庆被安排在人流量少

及展演平台受限的时段，将标准化国家标准仪式

安排在黄金时段，进而取得更大节庆表演性及营

销性。正如渔业村渔民所说，“我们对于妈祖文化

的重视与旅游和经济并无关系，也不是一个简单

的信仰，更多的是祖辈传承下来传统。现在我们

的小妈节仍会在渔业村内搭棚唱戏，这只是我们

自己的文化风俗。”

3）作为全球层面妈祖系统的成员，如何调和

妈祖仪式地方特色与国家标准的融合与冲突成为

理事会另一矛盾。巽寮妈祖理事会在2012年第一

届妈祖文化旅游节加入到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成为会员单位。从身份性质看，理事会既是根植

于地方的妈祖文化管理机构，又是全球妈祖系统

的成员，它将巽寮的地方信仰同妈祖全球的信仰

体系联系到一起。这种联系不单单展示在会员单

位的授牌仪式上，更体现文化内涵与节庆仪式

上。一方面是全国整齐划一的文化形式，另一方

面是巽寮本土的妈祖祭祀与庆祝形式，对于两种

性质的协调也是理事会面临的难题之一。

4） 理事会权力地位的界定是最为矛盾之

处。基于节庆场域内不同的权力地位形成了对理

事会的差异化解读，这些解读也展现在多方主体

的互动中。在金融街集团管理层的角度，“理事会

是执行管理天后宫及妈祖文化旅游节的相关事宜

的机构，我们（金融街）在理事会中也有两个常任

席位”。资本财团在节庆场域内掌握绝对主动权，

它所定义的理事会在节庆场域内拥有受限的决策

权，更多的是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从担任理事

会内部的本地社会文化精英角度，“我们（理事会）

是要感谢金融街，但更多的是金融街感激我们（理

事会），巽寮人民要感谢金融街，金融街更要感谢

巽寮，妈祖文化旅游节加快了巽寮旅游发展，也提

高了金融街房产的销售。我们之间是互赢公平

的。”从这段表述中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理事会

的地方代表认同资本财团给予的帮助，但同时强

调理事会与资本财团之间是平等的权力联盟关

系。而在当地渔业村普通百姓看来，理事会已成

为资本财团的代言人。他们普遍认为理事会只是

处于资本财团“助手”的位置，并未拥有真正的决

策权，因此当地社区在妈祖文化旅游节相关事项

方面的“感激”与“不满”都会直接指向金融街财

团。通过以上分析，在理事会内的地方精英用“协

助”及“帮忙”来界定金融街财团在大妈节中的作

用，同时也会不断地自我肯定来确认自身在妈祖

文化事项中的权力地位。但从其他权力主体的立

场，理事会作为妈祖文化旅游节的主办者更多体

现在执行层面，而在核心事务的决策权是缺失的。

不管是弘扬文化还是促成营销，抑或是突出

国家标准还是弱化地方特色，理事会都只拥有有限

的话语权。作为无实权的半官方机构，资本财团促

成理事会的产生，又通过人力、经济与社会资本的

介入“协助”理事会正常运转，形成资本与地方之间

“核心-边缘”的权力关系[31]。然而，理事会作为地

方文化事务管理的独立机构，一直表现出强烈的自

我管理冲动，对于资本财团的介入存在着既欢迎又

抗拒的复杂表现。地方与资本之间“欲拒还迎”的

动态权力关系贯穿于仪式组织策划的整个过程。

但不管如何，理事会是促使大妈节走上与小妈节

不同的资本化路径中的关键一环，它的成立已然

使得资本财团借助于理事会这一权力中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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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对于地方节庆生产的控制权合法化（图3）。

图3 巽寮理事会作为资本-地方多重矛盾综合体

Fig. 3 Multiple contradiction of Xunliao council

44 行动者互动协商的权力机制

上一节就理事会的性质为切入点，分析资本

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地方作为场域内的重

要权力主体，并不是一个抽象和均质的概念[32]，而

是包括了地方文化精英、地方政府、当地社区等多

个内部权力因素的权力混合体[4]。新的权力结构

下，关于节庆变迁后的权力分析不能仅限于静态

的理事会层面，借助于特殊事件有助于进一步分

析各利益相关方互动协商的策略机制。

44..11 运作运作：：资本与地方的再平衡资本与地方的再平衡

在第四届妈祖文化旅游节的调研中，笔者发现

今年的妈祖文化旅游节举办日期并非农历三月二

十三（新历5月11号）的妈祖生日，而被提前到三月

初七（新历4月25号）。改期事件本是文化本真性

与文化商品化之间的博弈，在新的权力结构下演变

成揭示各方话语权及行动策略的特殊事件（图4）。

1）资本财团：成本控制与效应追求。对于日

期的提前，金融街管理层解释到：“首先是对于人

员组织的考虑，五一之后当地老百姓忙于接待游

客不会有空来参加活动，就会影响节庆的进行；其

次是配合嘉宾的时间，我们这次节庆要请台湾和

福建那边的妈祖过来，全国的妈祖诞辰都是农历

三月二十三，到时到处都请他们，这样我们就很难

请到贵宾过来了；第三个是节庆成本问题，到五一

之后，无论是住宿餐饮还是其他的活动成本都会

上升，我们也希望最低成本得到最大收益的诉求；

最后巽寮的旅游旺季是五一之后，提前节庆也可

以为旺季预热。”

资本积累就是资本追求自我无限增值与创造

剩余价值的过程与体现[33]。当外来资本加入到地

方权力场域时，资本所遵循的逻辑和意志逐步演

化为资本的权力策略。具体到节庆改期事件，资

本财团从“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角度来阐释

日期提前的原因，按照重要性将影响因素排序为

组织人员、参与嘉宾、成本控制以及旅游旺季预热

4个方面。不难看出，资本财团在大妈节的旅游效

应与妈祖信仰原真性之间的权衡。小妈节作为大

妈节的原型，其初衷是庆祝妈祖生日。但在资本

改造后的大妈节，这种原初诉求已不再被列为首

要目标，取而代之的则是在如何保证地方营销效

果和降低节庆举办成本。

2）巽寮妈祖理事会：连带式制衡。理事会作

为被资本财团裹挟下的权力机构，成为资本渗透

地方文化事项的媒介。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

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一书中提出“权力的

文化网络”的概念，分析国家政权渗透到农村地区

的过程[34]，揭示出外来权力对农村地区的渗透难以

打破其固有的自治系统，为更好的实践自身的利

益，外来权力会在与地方系统的适应中发生变异。

建立系统的科层制组织及完备的法律条例是

国家政权对地方渗透的主要途径，外来权力对于地

方的渗透也存在诉诸地方机构的方式。资本财团

进入巽寮之后极力促成理事会的成立，形成服务于

自身诉求的科层制组织。理事会促使资本核心意

志的（如节庆形式、组织理念等）传达与实践，从而

在“形式上”完成了自身的职责。但也正因这一制

度存在固有的形式主义缺陷，资本在渗透过程中只

能存在于结构性及整体性的影响，而对村民的日

常生活层面往往无能为力。在这一过程中，理事

图4 大妈节改期事件背后各方行动策略

Fig. 4 The strategies behind the rescheduled of“Da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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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成为财团资本与社区权力之间的缓冲带。

具体到改期事件，由于财团资本对于理事会

内部话语权的控制，理事会最终选择了支持日期

提前。而在面对渔业村妈祖信众们的强烈质疑和

话语抵抗时，理事会采取了“连带式制衡”策略。

连带式制衡存在与广大正式或非正式的基层组织

实践中，主要通过利益连带、情感连带和责任连带

等保证了权力意志的实施和乡村秩序的平衡 [35]。

在完成日期提前一系列行动中，理事会主要采取

了利益连带、情感连带的制衡方式。

（1）利益连带成为完成基层自治的最有效手

段。在连带式制衡理论中，利益连带通常指“村

组织将村民的可能权利和利益同村庄治理的各种

要求目标连接起来，从而实现对村民的引导与制

约”[36]。但在日期提前事件中，不再是简单地将权

利与义务对应，而是从公众利益出发，凸显大妈节

举办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于社区来说，随着

2005年财团介入下巽寮旅游大开发，参与旅游业

带来的经济收入已经很大程度改变了他们的生

活。自2012年以来大妈节举办所带来旅游业的井

喷式发展更是有目共睹，所以社区对于大妈节背

后的经济效益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这促使社区

居民在日期提前的态度上有所摇摆，从而为理事

会实施利益连带奠定基础，通过经济利益的诱导

促使社区至少在“形式上”顺从日期提前的决定。

（2）借用神灵的名义转换资本与社区的对立

关系，完成基层组织情感连带机制。大妈节举办

日期提前只是结果，但日期提前至具体哪一日仍

然会存在争议。经理事会成员介绍，大妈节提前

到公历 4月 25日是妈祖自己选择的日子，也就是

所谓的“通灵人”在同妈祖交流的过程中所得到的

妈祖的旨意。借助于民间信仰话语将资本的意志

传递给民间信众并得到了地方认可，而对于资本

财团而言，日期提前的诉求已然达到，至于提前哪

个特定的日期便不会有更多的意见。理事会巧妙

借助神灵的力量在达成日期提前的同时，也在表

面上改变了资本与社区的对立关系，促使社区做

出妥协和退让。

3）社区：表层的服从，隐形的话语抵抗。“支

配-抵抗”是微观权力分析中最常用的二元逻辑模

式。福柯指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但是，

或者因此更准确地说，这种抵抗决不是处于外在

权力关系的境况中……抵抗后来被描述为一个不

可征服的对手”[37]。

据受访渔民解释：“妈祖生日是绝对不能提前

的，妈祖专门保佑我们这些出海的渔民，在这天

（农历三月二十三）庆祝妈祖的生日也是我们（渔

业村）一直以来的传统，不能因为任何事情提前妈

祖诞辰，但是我们也阻止不了。”

从以上访谈中不难发现，在渔业村、巽寮理事

会及资本财团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网络中，资本财

团在经济层面拥有影响理事会决策的权力，从而

在权力关系网络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村民针

对日期提前并没有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如求助

地方管委会等方式），大妈节的举办日期依然是从

农历3月23日调整到公历4月25日。但日期提前

的结果并不等同于当地社区是妥协无声的，他们

只是在强烈的反对意愿下采取了较为“柔弱”的行

动，也就是话语抵抗。话语抵抗策略作为隐性的

行为方式有两个鲜明的特征[38]。

（1）拥有一套极其隐蔽性的话语模式。话语

不仅是发泄的途径，也是权力抵抗的工具。当地

社区通过谣言、诋毁等话语方式“对抗”理事会及

资本财团。这些话语攻击具有私下进行、针对个体

以及负面评价等一套固定模式，通过具有固定模式

的语言攻击，当地社区虽然没有从中得到现实补

偿，但能在道德层面取得安慰，从而在心理层面获

得一种平衡[38]。这种话语抵抗策略仍在传统伦理

道德体系内进行，但只要小妈节仍然能作为传达对

于妈祖虔诚信仰的方式，渔民就不会冲破这种固定

模式的底线，将话语抵抗转变为行动抗争。

（2）对于话语抵抗策略的选择动机并非出于

理性。任凭大妈节日期提前在理事会及资本财团

的话语体系里有再多理由，在地方社区的角度妈祖

信仰及自身的地方文化传统仍然遭受到损害。即

使地方社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也能分享由日期提

前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对于理事会及资本财团的

抹黑也不会就此消失。这些反抗更多的是一种情

绪的宣泄，他们并不会在实际层面寻求改变现状。

隐形的话语抵抗虽然对以理事会及资本财团

组成的利益联盟的权力规训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但它所提供的情绪宣泄也使社区更易在权力博弈

中妥协，进而放弃坚持妈祖诞辰日期，这恰恰是外

来资本步骤化的权力策略对地方深入规训的体现。

44..22 扩大扩大：：仪式属性从地方到全球仪式属性从地方到全球

文化实践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方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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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推进。妈祖信仰不仅是

海峡两岸民间交流的最重要载体，也是华人社会

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共同的文化记忆。作为世界上

重要的宗教文化，妈祖文化的发展烙下全球化的

印记。随着金融街财团对于巽寮旅游开发的逐步

深入，区域小尺度内的节庆营销已不再满足其发

展诉求。为此，由资本财团与理事会组成的权力

联盟也在努力推动着地方文化与更高层面文化体

系的对接，以进一步提升节庆影响的空间尺度。

自第四届妈祖文化旅游节始，巽寮理事会与

台湾北港朝天宫建立起了联系。北港朝天宫分灵

自福建湄洲祖庙朝天阁，其在妈祖信仰体系中的

正统性赋予其文化权威性。在区域层面，北港朝

天宫是台湾妈祖的龙头总庙，也就指代着妈祖体

系内的台湾。通过妈祖信仰的文化平台，巽寮妈

祖同台湾宗庙形成良好互动，这不仅指代着巽寮

同全球尺度内的妈祖文化系统形成了初步的连

接，也体现出巽寮妈祖文化走上空间压缩下的文

化全球化发展路径。这种跨地方的文化关系构

建，将大妈节从巽寮当地提升至全球尺度，成为权

力联盟寻求空间影响力提升的重要策略。

55 结论

本文以地方节庆作为一个可观测的指标，通过

探究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来探讨资本和

地方互动协商过程和权力机制。研究发现，资本财

团借助地方文化打造大型旅游吸引物的利益诉求，

是推动地方节庆变迁的核心动因。在地方政府的

协助下，资本财团策略性的融入并逐步构建实践其

利益诉求的权力格局，在整个地方节庆变迁的权力

场域内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地社区虽在权力

格局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但源自地方的传统节庆

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和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

社区疏离感，拥有妈祖信仰的地方社区通过支持、

妥协或者话语抵抗等多元方式参与到节庆重构过

程中，延续着传统节事活动的在地性。资本作为行

动者，其除了具有能动性之外，还可以使用一定的

弹性手段来达到其所设定的目标。作为资本与地

方互动协商的权力机构，理事会是资本财团渗透地

方权力关系网络并对地方文化进行市场化包装的

媒介平台。理事会的设立揭示了资本与地方的博

弈协商结果不局限于节庆重构本身，还催生出新的

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对资本既依附又抗争，对

地方社区既强势又民主，其特殊的成立动机、半官

方的机构属性、复杂的内部关系使其成为节庆变迁

中的关键力量。自上而下的资本财团、“权力中继

站”的理事会，以及“自下而上”的地方社区这3方权

力主体相互碰撞和协商互动，推动地方节庆由原先

单纯以弘扬妈祖文化为主要功能的生产技术仪式，

向彰显文化商业价值兼顾地方文化传承的权力实

践仪式属性转变。这种基于资本与地方权力关系

而产生，并同资本和地方一起推动节庆变迁的新型

权力机构，补充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节庆变迁的微

观层面权力机制研究。

在全球化资本流动与运作过程中，资本对于

地方文化改造的策略不同，地方对于资本力量的

响应和策略选择不同，两者协商不断催生出新的

空间秩序与社会关系。本案例中，资本对于地方

节庆活动的渗透是其地方促销（place promotion）

策略的一部分，以地方节庆活动提升旅游吸引力

和地产商业价值是其终极目的。地方对于节庆原

初价值的信仰和坚守是其与资本抗争的内在动

力。资本不清场，地方不退场，双方在传统文化存

续和利用方面的共同利益是合作协商的基础。地

方节庆变迁似乎妥协于商业资本的压迫，实际上

也是资本面对在地化发展诉求的积极调整与适

应，理事会的产生即是资本与地方权力价值评估

和协商机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理事

会作为一种各方激励相容、冲突协商的权力中继

机构，其成立本身就具有进步意义（progressive）。

这进一步表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与地方的交互

作用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在新的权力

关系体系中使地方得到重新定义，并在对原来地

方意义的解构中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的过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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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Mechanism of Local Festival Change: A Case Study ofPower Mechanism of Local Festival Change: A Case Study of
Xunliao Matsu 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Xunliao Matsu 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

Liu Jun1, Cheng Tianchan2

(1.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Abstract: Essentially, the e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 is a process of the game between global forces,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capital, and local forces. Previous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ualistic power relationship

in the Fourth World, thus ign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compatible mechanism of power negotia-

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place in developed areas. On the base of discussing the landscape changes of Matsu

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 this article uses local festivals as a measurable indicator and takes the cause, process

and operation of Xunliao Matsu Council, which is a power rely organization, as the main line to show the inter-

ac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place during the ritual stages and display the power mechanism be-

hind the local festival. It is argued that the council is the production of interac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cap-

ital and place, its establishment takes the festival into a new chapter. The paper shows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power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special performance of operation process hosted by council, further reveals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strategies taken by different groups. Research finding shows that the outcome of game be-

tween capital and place is not limi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estival itself, but also gives birth to a new

power subject. It is both dependent and resistant to the capital, also both strong and democratic to local commu-

nities. Its special motivation, semi-official attribution and complex internal relationship make it the backbones

during the changes of festival. It is argued that the interaction and negotiation among capital consortium,

which is from top to down, council, which is a regulated rely station, and local communities, which is from

down to top, promotes local festival transform from production ceremony, which originally takes developing

Matsu culture as the main function, to the attribution of a power practice, which highlights the commercial val-

ue of culture and takes local culture heritage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new power organization, which is generat-

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place and promotes the changes of festival with capital and place,

enriches microscopic power mechanism research of changes of local festival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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